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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企业因政治风险而利

益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近来,由于中美竞争升级,华为在５G国际市场拓展

的过程中,遭遇了美国联合盟友对其进行封锁的政治风险.然而,美国盟国

在接收到美国要求禁用华为的指令后,却对华为５G 表现出了禁用、倾向禁

用、部分禁用、倾向不禁用或不禁用四种不同的态度.为解释美国盟国的差

异性政策,文章引入联盟压力和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两个变量,构建了一

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其中,联盟压力框定了国家决策范围,跨国

公司本地嵌入水平则关系到国家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核算,以及对

企业行为的安全认知,进而影响着国家与企业合作的意愿.当前,美国对华

为５G的封锁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美国盟友特别是其欧洲盟友中仍有许多

国家倾向于使用华为５G设备,这离不开华为在欧洲国家的多年耕耘,也离不

开政治风险发生后华为采取的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然而,中美两国在经济

和技术领域展开的竞争却并未停止,未来中国政府与企业仍需警惕来自美国

的预防性打压,并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及早摆脱对西方国家的技术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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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已经成为影

响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已成为

∗　感谢刘丰、贺凯和张发林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同时也感谢 «当代亚太»匿名

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４~２９页.

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ＧPacificStudies (Bimonthly)

—４—



中美竞争背景下华为５G国际拓展的政治风险分析　

当前学界的一项战略性现实课题.① 特别是对于大批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
由于海外经营时间较短、经验不足,再加上与东道国在意识形态、制度水平、文化

习俗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企业因政治风险而利益受损的案件频频发生.②

在众多投身海外的中国企业中,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
为”)是其中的佼佼者.华为于２０１７年起成为 “世界５００强”中的百强企

业,并多年坚持将１０％以上的年收入用于研发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③ 堪称

中国企业的典范.然而,近来华为在全球拓展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以下简

称 “５G”)业务的过程中,美国及其部分盟国却以 “威胁国家安全”为由,
与其中止５G合作或禁止其参与５G竞标.上述政治风险为何会发生? 在美

国的压力下,为何有部分国家选择禁用华为,但有部分国家仍坚持与华为合

作? 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本文将回顾华为５G国际市场拓展以及主要国家

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

一、华为５G国际拓展的政治风险及其成因

(一)华为５G国际拓展的政治风险

鉴于５G或可对整个行业和世界经济产生颠覆性的影响,④ 从２００９年

起,华为便开始投身于５G 的研发工作.时至今日,华为的５G 技术水平已

经远超国际电信联盟制定的技术标准,并且是目前行业内唯一能够提供包括

商用５G客户终端设备 (CPE)在内的端到端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厂商,技术

成熟度比同行至少领先１２~１８个月.同时,以５G为主的运营商业务为华为

带来的收入逐年攀升,已经占据了其全部销售收入近半的份额.⑤ 可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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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警惕 “黑天鹅”　防范 “灰犀牛”»,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２日,第１版.

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国在６６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宣布投资的１６７４个基础设施项目中,有

２３４个项目受阻.参见金奇:«“一带一路”项目为何大量受阻?»,«金融时报»中文网,２０１８年７月

１３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００１０７８４６１/unreg? archive.
具体数据可参见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华为官方网站,https://

wwwhuaweicom/cn/pressＧevents/annualＧreport/２０１８.
根据业界知名咨询公司埃信华迈 (IHSMarkit)对未来５G影响的评估,可以预计,到２０３５年,

仅５G价值链本身即可创造出３５万亿美元的营业额,同时,５G还将会产出价值高达１２３万亿美元的商

品和服务,并支持多达２２００万个工作岗位.参见 «５G经济:５G技术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新华网,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４日,http://wwwxinhuanetcom/tech/２０１７Ｇ０２/２４/c_１１２０５２５３０６htm.
高先瑞:«５G已来»,载 «营赢»第３０期,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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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基于技术发展前景还是企业经济利益,５G 都将成为未来华为全球业务

布局的重中之重.截至２０１９年２月底,华为已经同全球１８２家运营商进行

了５G测试,签订了３０多个５G商用合同,并已将４５万个５G基站发往世

界各地.① 多年来,华为在国际市场拓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技术、质量

与价格的优势,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当前美国及其部分盟国对华为５G
的干预与禁用,已经成为华为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２０１８年７月,“五眼联盟”(FiveEyes)② 在加拿大举行年度会议,华为

５G成为会议讨论的首要议程.会后,五国立即对华为展开了 “密集封锁”,

不仅致力于将华为从本国５G合作名单中剔除,还决议共同阻止华为在其他

西方国家建设 ５G.③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美国 总 统 唐 纳 德  特 朗 普 (Donald
Trump)签署了美国 «２０１９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第８８９条禁止所有美

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随后,美国又加紧向其盟友施压,以网

络安全风险为由敦促盟国停止采购华为设备、禁用华为建设５G,这场封锁

华为的行动迅速由美国扩展到其联盟体系.然而,在接收到禁用华为５G的

联盟指令后,联盟成员国的态度却出现了较大分歧 (见表１).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目前已禁用或倾向禁用华为５G的美国盟国主要集

中在亚太地区,与之相比,尽管欧洲大国同样身为美国的重要盟友,也同样

遭遇美国的游说和施压,但对华为５G的态度却更倾向于部分禁用或不禁用.

进一步分析表１之后,可以发现两点现实困惑:其一,同样面对美国的施

压,为何美国的亚太盟友比欧洲盟友更明确地表现出追随行为? 其二,为何

在欧洲地区,仅欧洲五大电信运营商④所在国,就对华为５G 表现出三种不

同的态度,即在核心网中禁用、倾向不禁用以及接纳支持? 在此基础上,本

文应当进一步归纳与总结的是:美国在联盟体系内发出禁用华为５G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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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
“五眼联盟”的历史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盟国发布的 «大西洋宪章».它是一个在

英美协定下组成的国际情报分享团体,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五国.

ChrisUhlmannandAngusGrigg,“SecretMeetingLedtotheInternationalEfforttoStop
China’sCyberEspionage”,FinancialReview,December１３,２０１８,https://wwwafrcom/world/

asia/secretＧmeetingＧledＧtoＧtheＧinternationalＧeffortＧtoＧstopＧchinasＧcyberＧespionageＧ２０１８１２１３Ｇh１９２ky
根据国际知名通信媒体 TotalTelecom发布的历年 “全球电信运营商排名”得出,欧洲五大

电信运营商为 Vodafone (英国)、DeutscheTelekom (德国)、Orange (法国)、TelecomItalia (意大

利)、Telefonica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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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造成各盟国态度不一,政治风险程度不同的因果机制是怎样的?

表１　美国及其主要盟友对待华为５G的态度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国家 政府对华为参与本国５G建设的表态

禁用

美国 禁止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使用华为产品,禁止华为参与５G建设

澳大利亚 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５G建设项目招标

新西兰
禁止运营商使用华为设备建设５G的申请,表示不会承认运营商已与华

为签订的５G协议

日本
禁止采购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电信设备,已选择了华为以外的５G供

应商,并拆除了原有华为４G设备

捷克
禁止华为参与５G建设,并要求政府官员停止使用华为手机,拆除已有

华为网络设备

倾向禁用

加拿大 政府未发布明确禁令,但已斥资与诺基亚展开５G研究

韩国 政府未发布明确禁令,但三大运营商中已有两家明确排除华为

波兰 政府未发布明确禁令,但已与美国签署５G合作协议拟排除华为

丹麦 政府未发布明确禁令,但已选用爱立信建设５G网络

挪威 政府称因担忧安全问题,可能将华为排除在５G建设之外

部分禁用

英国
政府曾批准华为有限参与５G,后由于政局变化,新政府未公布决定,
但多家运营商已在５G核心网之外使用华为设备

法国
政府不会干涉运营商自主选择设备,华为可以参与５G竞标,但即使中

标,也无法访问部分数据

意大利
政府曾否认禁用华为,后由于政局变化,新政府拟使用 “黄金权力”
审查华为,并对已采购的华为５G设备提出了 “条件和要求”

荷兰
政府尚未公布对华为的安全评估结果,但最大运营商已与华为合作部

分５G业务,核心网建设将选择西方公司

巴林 政府称将在５G商用网络中部分使用华为技术

倾向不禁用

或不禁用

德国
政府没有计划阻止华为参与５G,但华为需要符合安全和技术要求才可

参与竞标,最终决定仍需与运营商磋商

匈牙利
政府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华为存在安全威胁,并称若有更多国家使用华

为设备,将在未来５G建设中一同采用

西班牙 已选择华为作为核心供应商,开通首个商用５G网络

葡萄牙 已与华为展开５G合作,并将在里斯本建设华为５G服务中心

土耳其 已与华为共同建设面向５G演进的全云化核心网项目

菲律宾
政府认为华为不存在安全问题,主要运营商已与华为完成５G测试,并

计划采用华为技术推出５G服务

泰国
政府认为华为不存在安全问题,已与华为合作建立了东南亚市场首个

５G测试平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华为官方声明、相关国家政府文件,以及 «华尔街日报» «金融时报» «泰
晤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的相关报导整理得出.参见 https://wwwhuaweicom/cn/pressＧevents/
news;https://wallＧstreetcom/;http://mftchinesecom/;https://wwwthetimescouk/

—７—



　□ 当代亚太　

(二)政治风险成因的既有研究视角

随着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以及

企业管理等领域的学者均对政治风险的成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本文将

既有研究成果归纳为是从这三种视角———国家间关系、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关

系以及企业属性行和技术特征———讨论得出的.下文将结合华为案例,对这

些研究成果进行简单梳理,并在批评与借鉴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的分析视角.

１基于国家间关系的分析视角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力量的壮大,学者

们对政治风险的研究重点开始从东道国的直接和极端政治风险 (如战争、政

变、政府没收征用企业资产等),向非极端政治风险 (如第三国干预、恐怖

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差异等)转变.① 在探讨政治风险发生的原因时,东

道国的环境也不再被视为决定性因素,跨国公司母国环境、国际关系和全球

整体环境等都被纳入考察范围之中.② 近年来,特别是由于东道国与跨国公

司母国、甚至第三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影响跨国公司

海外经营与利益的案例时有发生.华为遭遇的政治风险,也正是在中美两国

经贸关系紧张、科技角逐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现有成果对中美竞争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经济潜力是中美竞争的核

心.当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尚未表现为对国际领导权的竞争,而是体现

在争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较量上.现阶段美国主要担忧的是中国经济实力

不断累积,进而在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形成挑战美国的物质能力,因

此中美竞争和美国对华体系压力将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③ 第二,技术优势

是中美竞争的核心.国家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国家在国际

财富与权力分配中的地位,而技术优势则是当今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核心

—８—

①

②

③

MarkFitzpatrick,“TheDefinitionandAssessmentofPoliticalRiskinInternationalBusiness:

A Review ofLiterature”,Academyof ManagementReview,Vol８,No２,１９８３,pp２４９Ｇ２５４;

WenleeTing,“Multinational Risk Assessmentand Management:StrategiesforInvestmentand
MarketingDecisions”,TheInternationalExecutive,Vol２０,No２,１９８８,pp３１Ｇ３３

SimonJeffrey,“PoliticalRiskAssessment:PastTrendsandFutureProspects”,Columbia
JournalofWorldBusiness,Vol１７,No３,１９８２,pp６２Ｇ７１

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 “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载 «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２期,第１４~２５页;高程:«中美竞争与 “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５８~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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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国,为了维护自身技术垄断

的优势地位,势必会阻挠后发国家发展可能引领世界经济和技术潮流的产

品.① 第三,高科技产业是中美竞争的核心.全球化时代大国间竞争已经发

生了本质变化,从如何防止战争开始转向如何确保产业安全.这是因为一旦

某国具有竞争优势的高端产业被他国超越,将导致该国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结

构性危机.② 中国高科技产业因此成为美国的重点打压目标.
无论是从经济、技术还是从产业角度来解读近期的中美竞争,都反映出

中国经济、技术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确已对美国的固有优势造成了冲击.尤其

是５G不仅能够产出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能成为引领下一代技术革命的核

心产品,因此可以说,华为在５G领域掌握的部分先机严重触动了美国的敏

感神经.在国际无线标准化机构３GPP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的 RAN１
(无线物理层)８７次会议上,华为凭借Polar方案从两大竞争对手 (美国高

通主导的LDPC码和法国主推的 Turbo２０方案)中胜出,使Polar码被确

定为５GeMBB (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２０１８年,美国

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 (CTIA)发布的 «全球５G竞争»报告称,在推出下

一代超高速无线技术方面,中国准备最为充分,韩国第二,美国第三.③ 对

于长期占据全球科技尖端位置的美国来说,其认为,中国和华为在通信科技

领域的快速发展已经威胁到了美国对５G的主导权,令美国更难以接受的是,
一家非西方企业将要为未来的数字技术制定工业标准.因此,特朗普政府将

中美在５G领域的竞争定性为 “新军备竞赛”,认为谁控制了５G,谁就能在

情报、经济和军事上领先他国,并且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只可能存在一个赢

家.④ 中美竞争加剧,以及主导美国的零和思维模式成为华为５G 遭到美国

禁用和打压的原因之一,也成为本文研究的重要背景.然而,从国家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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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技术大国起落的历史透视———政府主导的市场规模与技术进步»,载 «上海交通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７~２７页;黄琪轩: «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

学———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载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８８~１１１页;李

滨:«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３５~１５４页.
雷少华:«超越地缘政治———产业政策与大国竞争»,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第１３１~１５４页.
吴明洲、蔡淑敏:«美调查华为,或忧５G竞争落后中国»,载 «国际金融报»２０１８年４月

３０日,第２版.

DavidESanger,JulianEBarnes,RaymondZhongand MarcSantora,“AmericaPushes
AlliestoFightHuaweiinNewArmsRacewithChina”,TheNewYorkTimes,January２６,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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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角度却无法更进一步地解释这一现象,即为何其他国家在与中国或美

国互动关系并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做出禁用华为的决定?

２基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关系的分析视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制度理论的发展为跨国公司与政治风险的研究提

供了新的视角,其核心观点是,强调企业在海外生存和发展的 “游戏规则”
之一是必须适应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既有研究成果普遍认为,跨国公司母国

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天然的制度距离,即国家在管制、规范和认知三个制度维

度上的差异,这成了引发政治风险的重要因素.① 为了测量制度距离,学者

们开发了二分法、三支柱、四象限、四维度以及九维度等多个量表,② 并发

现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距离越大,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越复杂,外来者劣

势就越突出,遭遇政治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种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之间表现得格外明显.③

目前,宣布禁用华为５G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

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华为来说,无论是企业管理制度、经营理念还是行为模

式,的确与这些国家固有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以及社会规范存在较大的差

异,这使得华为与西方企业相比具有更强的外来者劣势.因此,当美国告知

盟友华为可能会留有 “后门”而从事威胁国家安全活动时,制度距离带来的

鸿沟使华为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东道国政府、通信运营商以及民众的信任与

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国家政府和运营商便会选择将华为排除在５G
建设名单之外,转而选择与诺基亚、爱立信等制度距离较小的企业合作.

制度距离理论从国际经济贸易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对政治风险中的

两大主体———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的行为做出了简洁、可量化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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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andInternationalReview,Vol４４,No３,２００４,pp２８５Ｇ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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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然而,现有成果大多将制度距离视为常量,以此研究跨国公司在投资前

和进入东道国市场时规避政治风险的最佳策略,对企业投资后的项目管理与

国际化运营关注不够.① 这导致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被固

化,难以解释为何与中国制度距离差距较大且彼此相近的欧洲国家,会出现

不同的政策反应,也无法说明为何相比欧洲国家,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的日

本反而更加果断地禁用华为.

３基于企业属性和技术特征的分析视角

企业所有制类型、行业性质等固有属性本身就可能为跨国公司带来海外

政治风险.在东道国政府看来,国有企业受母国政治议程影响较多,可能在

海外投资活动中夹带非经济性动机,意在汲取东道国的能源、尖端技术或施

加地缘影响.② 同时,国有企业享有的政府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等经济和政

策支持,对其他企业形成了不正当竞争的压力,可能引起东道国市场规制震

荡.③ 因此,国有企业往往更容易成为东道国政府干预和抵制的对象.此外,

电子通信等行业的跨国公司由于技术和设备铺设范围广、渗透性强,可能获

取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和情报,这种行业特点使得电信类企业在很多国家都

成了接受审查率最高的外资行业.④ 除企业属性外,５G的技术特征也使这一

项目容易被政治化和安全化.与３G、４G 网络相比,５G 核心网的权限正在

扩大,出现了访问控制、数据路由等更为敏感的功能.与此同时,５G 架构

下边缘网与核心网的界限逐渐模糊,其速度和时延需要将更多数据通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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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andPolitics,Vol１３,No１,２０１１,pp１Ｇ３１;BatesGillandJamesReilly,“TheTenuousHoldof
ChinaIncinAfrica”,WashingtonQuarterly,Vol３０,No３,２００７,pp３７Ｇ５２.

王碧珺、肖河: «哪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容易遭受政治阻力»,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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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pp１３Ｇ４３.
以美国为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最近一次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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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设备而非中央服务器中转,这种变化使得此前部分国家在部署网络设施

时,在边缘网与核心网选用不同供应商以保障网络安全的策略变得难以

实现.①

具体到华为５G事件中,尽管华为属于民营企业性质,但却仍被一些国

家视为 “国有企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其一,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

１９７４年曾以基建工程兵的身份应征入伍,其职位相当于技术副团级 (无军

衔).这样的经历被部分国家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和军方存在密切关系,很

有可能会为中国政府的情报需求和间谍活动提供便利.其二,华为的发展受

益于国家采购基金、国有政策性银行补贴融资,以及国家对其研究的资助,
这在一些国家眼中同样成为华为具有国有背景的证据.② 因此,基于对华为

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误解,以及华为本身高度敏感的行业性质,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此前已多次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或是阻止华为的收并购活

动,或是在华为参与招标时区别性地设置严苛的条件.③ 然而,从现实情况

来看,美国的盟国对华为企业属性和５G技术特点的认知并未出现明显差异,
因此,从企业属性与技术特征两方面虽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政治风险,但却

不足以解释多国政府的不同态度.
以上三种研究分别从宏观、中观与微观的视角分析了政治风险产生的原

因,既涉及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企业管理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也兼

顾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等行为主体,特别是对于中美互动关系的把握,
成为本文后续研究的起点.然而,既有成果至少存在三点不足:第一,研究

对象大多是在特定国家或地区因政治风险而利益受损的跨国公司,所得结论

也往往将政治风险与国家政治环境、地区局势关联在一起.像华为５G这样

基于企业层次的技术与活动而引发的多国联合封锁,并且各国政治风险程度

不同的案例并不多见.第二,学者们对政治风险的状态基本保持着发生—未

发生的二元判断,导致三种分析视角都着力于寻找政治风险发生的动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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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政治风险还有可能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增强、减弱或是消解.第三,
以上三种视角彼此相对独立并缺乏相互借鉴,未能全面把握跨国公司与政治

风险的互动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国际关系学者更注重跨国公司承载国家海

外利益的政治作用而非经济能动性,① 从而将跨国公司视为风险的被动承受

者,缺乏对企业行为触发、抵御甚至扭转政治风险的关注.国际经济贸易及

企业管理的学者则往往将跨国公司定义为单纯的经济行为体,而忽视了跨国

公司海外经营与其母国以及国际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不足都使得华为

５G案例中的现实困惑只能得到部分的理论解释,因此需要我们跨越研究层

次、融合多元视角,构建一个更为完整而严谨的分析框架.

二、联盟压力、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与政治风险

经过研究回顾后可知,政治风险是在国家与跨国公司两个行为体的互动

过程中产生的,国际环境、制度距离和企业属性都可能触发政治风险.但本

文不仅希望发掘导致华为５G遭遇政治阻碍的因素,更致力于探寻美国联盟

体系内各国政治风险程度分化的原因,因此还需进一步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成果.
(一)理论框架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存在以体系为中心、以国家为中心和以社会为

中心的三种研究路径.② 这三种路径认为,影响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决定性

因素分别是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国家政治制度和行政结构以及社

会群体的利益偏好.③ 由于本文属于解释性研究,研究重点不在于检验或发

展理论,因此更倾向于打破范式之间的壁垒,筛选不同层次上最具解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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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此外,本文还从新古典现实主义①中获得了启发,认为只有将体系层

次与单元层次的要素结合起来,才能解释不同国家在应对相似国际环境时,

对华为５G表现出的不同意图、目标与偏好.②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和对华为

５G事件的现实考察,本文在如下演绎推理过程中构建起一个解释框架.

首先,应当准确把握华为５G遇阻的实质,这决定了美国的盟友在决策

时面对的体系环境.仅从以贸易投资的角度来看,东道国投资监管部门对外

资进行监管与安全审查,是一项非常普遍的行为,美国早在１９７５年就设立

了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即使是一些来自英国、法国等盟国的涉及关

键设施和技术的投资也需要经过CFIUS的安全审查.③ 虽然此前美国政府也

曾多次拒绝华为的收并购活动,但如此大规模地联合盟友围堵华为尚属首

次,使得华为５G事件突破了中美两国贸易争端的范畴.因此,有学者从国

际安全和大国竞争的视角指出,全球化时代的大国竞争已经从军事、经济领

域向技术领域扩展,同时无政府体系仍驱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相对权力以获

取安全,而安全取决于国家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则取决于经济实力和尖端科

技水平.④ 如此看来,华为事件更像是一场守成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为

争夺５G领导权而展开的竞争,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赶超

自身,从而实现绝对安全,完成霸权护持.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盟友所面临的体系环境实际上是相似的:美国虽然将

中国视为 “霸权挑战国”,但中国仅仅在５G等少数领域威胁到美国的领导权,
在其他很多技术领域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更不必说在经济与军事领域全面

超越美国.因此,中国的５G优势并未动摇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对美国盟友

来说,美国仍然是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有能力为联盟提供可靠的安全

产品,盟国自身与中国也并不存在类似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其次,通过厘清美国封锁华为５G的策略与行动,可以明确影响其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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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外部因素.从目前来看,美国对华为的封锁主要是依托其已有的联盟

体系来进行的,① 并未与他国组建新的经济或技术联盟,涉及的盟国主要包

括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以下简称 “北约”)的主

要成员国,在亚太地区与美国保持双边联盟关系的澳大利亚、日本、韩国、
泰国和菲律宾,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组成的 “五眼

联盟”情报系统.上述联盟组建的初衷无疑是为了应对共同的军事安全威

胁,然而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非但没有随着外部威胁的减弱

而瓦解,反而在不断地扩大势力范围.②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冷战后美国多

次根据国际环境变化调整了联盟战略目标,如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从而拓展和泛化了其联盟体系存续的使命.对美国

而言,其联盟体系不仅可以充当美国实现霸权护持、制衡竞争对手的工具,③

还能够敦促盟友在除军事安全以外的更广泛议题上支持美国的决策,采取美

国所期望的政策和行动以服从美国的整体战略需要.④

华为一事也是如此.在５G与军事安全不存在直接关联的情况下,美国

便需要构建出一个共同的外部安全威胁,以此来增强联盟凝聚力.⑤ ２０１８年

年底,美国向盟国发送了一份简报,指出华为曾私自收集用户隐私、窃取商

业机密,并可能协助中国政府获取情报或攻击网络.美国声称,一旦有盟友

使用华为５G设备,将会威胁到整个联盟体系的通信和军事情报安全,进而

发出了要求各国联合抵制华为５G的联盟指令.⑥ 然而,盟国在收到指令后,
除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明确表示追随外,其他国家或是不愿做出决定,
或是表示无法完全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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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覆盖全球的联盟网络,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可将其整体视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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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５０,No３,１９９６,p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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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９４页.
一般认为,单极体系下的霸权联盟因外部威胁的弱化,联盟凝聚力也会随之减弱.但当外

部威胁增强时,联盟凝聚力将会提高.参见PatriciaAWeitsman,DangerousAlliance:Proponents
ofPeace,WeaponsofWar,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pp１７Ｇ２９.

JulianEBarnes,“AdministrationReadiesOrdertoKeepChinaoutofWirelessNetworks”,

TheNew York Times,February１２,２０１９,https://wwwnytimescom/２０１９/０２/１２/us/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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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联盟反馈并不理想,美国便开始在多种场合渲染华为的安全威胁,并游

说盟国政府与运营商,表示未来可能为禁用华为５G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① 在

使用言语说服与正面诱导激励成效不显著的情况下,美国对盟友发出警告称,
使用华为将破坏联盟集体安全,并威胁对不服从指令的国家采取惩罚措施.例

如,２０１９年５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MikePompeo)在英国演讲时

称,如果英国使用华为建设５G,此举将会损害美英情报联盟;之后又在访问

德国时威胁道,批准华为参与５G建设的国家,将可能被关闭情报访问入口.②

虽然美国极力将华为５G与联盟共同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但始终没有确

凿证据支持其论断,大部分盟国也不认为使用华为技术会对本国的生存与安

全构成实质威胁.因此,在安全威胁并不明确和紧迫的情况下,制衡威胁无

法为联盟合作提供充足动力,③ 大多数成员国更倾向于追求本国国家利益,
根据禁用华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决策.从目前来看,在华为５G遇阻后,中

国政府主要是批评美国肆意炮制和散播华为５G的安全威胁,反对泛化国家

安全概念而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中国企业.相关声明大多仅针对美国,并

没有对追随美国的盟国过分指责或发出威胁的外交信号,日本、澳大利亚禁

用华为５G后,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也未出现明显波动.④ 由此可以判断,
影响美国盟友成本和收益的外部力量主要来自于美国而非中国,即追随美国

可能在建设５G时获得财政援助、增强与美国的联盟凝聚力;违背美国指令

则可能无法获取部分情报信息、损害与美国的安全和技术合作等,这成为美

国盟友决策时面临的 “联盟压力”.
最后,国家是目标导向型的理性行为体,在制定政策时,是以实现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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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为目标的.① 绝大多数国家对于５G 的利益诉求都是在保证通信安

全的情况下,以更短的时间、更低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技术设备.因此,暂

且抛开美国对盟友施加的压力不谈,仅从国内层次来看,国家对华为５G项

目的评估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使用华为建设５G的成本核算,包括技术水

平与时间、价格成本;二是对华为的安全认知,即华为５G的安全风险是否

可控、是否会威胁国家安全.
客观来讲,与其他供应商相比,华为５G在技术与价格方面的优势是毋

庸置疑的.华为目前的５G相关专利数量居世界第一,技术成熟度至少领先

其他国家１２个月,并在实际运行中具有速度快、多连接、低时延的三大技

术优势.② 同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华为５G 设备的报价大约要比主要

竞争对手爱立信、诺基亚低２０％~３０％.此外,由于５G 需要建立在４G 设

备的基础上,导致国家原有通信网络的建设情况也将影响各国政府对华为

５G的总体成本核算结果.这体现在如果一国在４G中就已使用华为设备,那

么沿用华为建设５G就能够节省设备升级成本与测试时间,禁用华为则不得

不拆除原有华为４G设备,并承担更换设备的额外费用以及１２~１８个月的测

试时间.③ 因此,一国此前与华为的合作越密切,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越

多,禁用华为５G的时间与价格成本也就越高.
另外,华为与东道国的合作时间与程度还将影响国家对华为５G的安全

认知.一般来说,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后,将会开启对该国政治、经济

和社会制度规范的学习过程,并且企业制度学习的时间越长,其行为决策越

能够与东道国政府和社会的行为偏好保持一致.这将帮助企业获取合法性地

位,进而赢得政府和公众对其活动的信任和认同,促使东道国政府在评估企

业项目时,更多地考虑企业表现而非其母国或企业属性.④ 为了全面考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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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CSuchman,“ManagingLegitimacy:StrategicandInstitutionalApproaches”,Academ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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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美国主要盟友的合作情况,本文拟在单元层次引入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

水平”这一变量,并认为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越高,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推

进５G的时间与价格成本越低;同时,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和社会的交流联系

也越密切,越有可能缓解东道国的安全担忧.
至此,本文通过从国际体系到美国联盟体系,再到盟友国内层次的理论

推演后发现,在华为５G 问题上,美国盟友面临的国际体系环境是相似的,
即体系中不存在明确的威胁与紧迫的安全压力,它们也不具有与中国争夺

５G领导权的战略意图.① 因此,可以基本剔除国际体系因素对盟国决策的影

响.本文认为,美国盟国对华为５G的态度是由国家外部和内部两个层次上

的变量决定的.外部力量主要来自于联盟体系内主导国美国对成员国施加的

压力,盟国实际承受的联盟压力越高,国家决策范围越小,越倾向于禁用华

为.同时,在国内层面,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的高低将会影响国家对华为

５G的成本测算与安全认知,进而影响国家决策,即跨国公司嵌入水平越高,
国家越倾向于接受华为.为进一步解释具体国家对华为５G的政策,还需要

在对联盟压力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两个自变量进行操作化的基础上,对

二者取值进行匹配与组合.
(二)联盟压力的操作化

在华为事件中,可将联盟压力描述为美国为了让盟友与自己一同禁用华

为５G,通过说服、诱导与强迫等途径对盟国施加的压力.在既有的研究中,
影响联盟压力水平的变量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国际体系结构.鉴于从多极

到两极再到单极体系下,联盟安全困境依次降低,② 单极体系下的联盟大多

无需面临迫在眉睫的安全生存挑战,因此成员国追随主导国的动力更多地表

现为保障和扩展本国利益,而非对抗威胁.③ 这将极大地疏解主导国对成员

国施加的压力,在非军事安全问题上更是如此.二是盟国的威胁认知.除了

联盟共同安全威胁外,联盟内部分国家还会因地区安全压力或权力格局变化

而感到外部威胁水平增强.这些国家为了遏制对手或获取更多的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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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甚至会选择牺牲部分国家自主性和福利而采取与主导国一致的政策行

动,因此它们对联盟关系恶化的风险也格外敏感.① 三是联盟内部关系.在

非对称联盟中,实力不对等导致成员国对主导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依附关

系,但因各国对主导国的依附程度并不相同,体现出的联盟关系也存在差

别.有学者指出,美国与多边联盟北约盟友的关系更类似于平等伙伴,而与

亚太双边盟友的关系则明显带有支配与从属的关系特征.② 一般认为,联盟

关系越不对等,主导国约束和管理成员国的能力越强,③ 成员国感受到的联

盟压力也就越大.
结合已有变量以及美国封锁华为的实际行动可以发现,各国在华为５G

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加剧了美国协调盟友政策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更

急于获得联盟中地区大国的支持,特别是国土中设有美国军事基地且又与华

为合作密切的盟国,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等,相比之下,暂时无暇对中小

盟国加紧施压或频繁与其讨价还价.另外,盟国威胁认知越高,对美国依附

性越强时,与美国的联盟凝聚力会呈现强化的趋势.因此,可通过联盟凝聚

力的变化趋势来考察这两个变量.
具体来说,盟国所感受到的联盟压力由国家相对实力及其与美国的联盟

凝聚力变化趋势来决定.一方面,联盟中相对实力较强的国家往往在地区事

务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如果它们能够追随美国,那

么既可以迅速壮大封锁华为的力量,又可以吸引或迫使地区中小国家加入其

中.因此,这些国家必然成为美国重点游说与施压的对象,其感受到的联盟

压力自然也较大.另一方面,联盟凝聚力指的是联盟成员国在目标、战略和

战术上达成一致,以及针对要达成的目标所表现出的协调行动的能力.④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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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盟国的态度与实际行为可以观测出,① 一些国家近期与美国的联盟

凝聚力呈现强化趋势,这一方面可能是盟国因外部威胁增强而主动寻求加强

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作为联盟主导国的美国因自身战略需

要或为约束盟国的离心倾向,而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管控力度.② 但无论动

因如何,联盟凝聚力的强化意味着成员国与美国在安全、情报等方面的合作

更为紧密,一旦拒绝美国的指令也将带来更高的成本与风险,因此这部分国

家面临的联盟压力同样较大.

综合以上两个因素,可将美国盟友承受的联盟压力划分为三个程度:
(１)高强度压力 (相对实力强、与美国联盟凝聚力强化的国家); (２)中等

强度压力 (相对实力强、与美国联盟凝聚力弱化或无明显变化以及相对实力

弱、联盟凝聚力强化的国家); (３)低强度压力 (相对实力弱、联盟凝聚力

弱化或无明显变化的国家).不同程度的联盟压力框定了理性国家的决策范

围:③ 在高强度联盟压力下,国家的决策范围与博弈空间被大大地压缩,追

随美国将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战略选择,虽然少数国家可能会因自身利益而调

整与美国决策一致性的程度,但很难对联盟指令采取完全逃避或拒绝的政

策;在中、低强度压力下,国家的决策范围与博弈空间相对较大,成员国的

行为也将出现明显分化,可能会对美国做出追随、犹豫、反抗等不同的政策

反应.因此,国家最终会对华为５G做出何种决策,还要考虑单元层次的变

量,因为这一变量将会对联盟指令起到增强、传导或抑制的作用.④

(三)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的操作化

很长时间以来,学者们在考察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时,大多都

—０２—

①

②

③

④

态度层面可以考察成员国与美国对外在威胁的认知和目标是否一致,行为层面可以观察成员

国与美国战略行为的匹配程度,如联盟承诺、内部合作机制和具体安全合作表现等方面,参见李泽:
«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黄凤志、刘勃然:«美韩同盟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应对»,载 «国际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３１页.
肯尼思沃尔兹 (KennethWaltz)指出,体系结构塑造和推动着国家行为,它鼓励国家做一些事

情,抑制国家做另一些事情,国家可能因某些符合结构压力的行为获得奖赏,反之可能会受到惩罚.在华

为案例中,来自联盟体系的压力同样可以起到类似结构压力的作用.参见 KennethWaltz,“Reflectionson
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AResponsetoMyCritics”,inRobertOKeohaneeds,Neorealismand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６,p３４３;Kenneth Waltz,“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９１,No４,１９９７,p９１５.
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载 «外交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４

期,第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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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跨国公司的嵌入活动视为沉没成本 (sunkcost),认为从企业将实体设施

投入到东道国的那一刻起,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议价能力就开始下降.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初入东道国时的资金、技术以及管理优势也将

逐渐减弱,甚至被本土企业吸收、取代,这使得跨国公司影响政府政策的能

力有所减弱,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升高.① 然而,这一推断更适用于那些

投资于固定资产密集行业 (如基础设施建设、采掘业等)的技术溢出型跨国

公司.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
技术扩散可以得到抑制,跨国公司的相对实力反而可能因东道国对企业技术

依赖的加深而增强.② 华为５G 的海外经历恰恰也能为这种观点提供事实佐

证.通信设备的软硬件体系非常庞杂,各种终端的测量行为、指标以及源代

码都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内,东道国政府和企业很难掌握其核心技术,
华为的竞争力也不会因与东道国合作频繁而降低.因此,本文在讨论华为

５G事件时,认为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越高,政治风险越趋于缓和是适

当的.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指的是,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以来,与当地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公众建立起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
以及这些联系的紧密程度.③ 从宏观上看,跨国公司在不同片区的销售收入

能够最直观地反映企业在当地的经营情况.除此之外,还可在微观层面通过

以下四个维度来衡量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一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
本土企业以及高校等社会机构的合作情况,包括合作时间、项目数量等;二

是研发机构、风险控制中心、物流中心等海外机构的分布情况.以设立海外

研发机构为例,华为考虑的首要因素是目标国是否为重要海外市场,同时还

会考虑当地是否具有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特殊区位优势以及产业链配套优

—１２—

①

②

③

ThomasAPoynter,“Managing GovernmentIntervention:A Strategyfor Defendingthe
Subsidiary”,ColumbiaJournalofWorldBusiness,Vol２１,No４,１９８６,pp５５Ｇ６５;JeanBoddewyn,
“EarlyUSBusinessＧSchoolLiterature (１９６０Ｇ１９７５)onInternationalBusinessＧGovernmentRelations:

ItsTwentyＧFirstＧCentury Relevance”,in Robert Grosseed,InternationalBusinessＧGovernment
Relationsinthe２１stCentur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pp２５Ｇ４８

IanBremmer,“GatheringStorm:AmericaandChinain２０２０”,WorldAffairs,Vol１７３,

No２,２０１０,pp５７Ｇ７３
AinoHalinenandJanＧÅkeTörnroos,“TheRoleofEmbeddednessintheEvolutionofBusiness

Networks”,ScandinavianJournalofManagement,Vol１４,No３,１９９８,pp１８７Ｇ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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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等;① 三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跨国公司为更好地融入东道国社会,
往往会打造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旗舰项目.② 如华为致力于普及通信知识和培

养技术人才的 “未来种子”计划,通过考察这一项目可以较好地了解华为在

各国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四是企业参与４G建设的情况.这是基于５G 与

４G高度关联的特征,特别需要在华为５G事件中考察的一项指标.

三、华为５G在美国主要盟国遭遇的政治风险分析

由于美国封锁华为５G所联合的盟友众多,几乎涉及其联盟体系内的所

有国家.因此,本文拟选取其中几个 “关键”并且 “态度明确”的国家来分

析联盟压力和华为本地嵌入水平对国家政策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所谓

“关键”国家,指的是美国联盟体系中实力较强,同时还是华为重要合作伙

伴的国家.而 “态度明确”并不仅限于政府表态和政策,在一些未正式表态

的国家中,也可以从运营商与华为５G 的实际合作情况中侧面观察国家态

度.③ 基于上述条件,本文选取的国家包括以美国为主导的 “五眼联盟”中

的四国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亚洲地区大国日本,华为的

东南亚市场总部泰国,北约盟友中欧洲五大电信运营商的所在国 (除英国外

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华为中东欧—北欧地区总部波兰.
(一)美国主要盟国面临的联盟压力

首先,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既是与美国存在大量军事安全

合作,并且文化价值观念高度一致的传统盟友,又是需要与美国实现情报互

联互通的 “五眼联盟”成员.四国相对实力较强,在地区事务上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不仅一直与美国保持紧密的联盟关系,其 “五眼联盟”成员国的身

份更使四国在华为事件中处于分外关键的位置.相对实力强、联盟凝聚力强

的特征决定了其感受到的联盟压力最强、国家决策范围最小.
其次,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可分为两种,一是相对实力较强的日本,

—２２—

①

②

③

柳卸林、吴晟、朱丽:«华为的海外研发活动发展及全球研发网络分析»,载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８３６页.

ArchieBCarroll,“AThreeＧDimensionalConceptualModelofCorporateSocialPerformance”,

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Vol４,No４,１９７９,p５０３
例如,新西兰政府虽未明确禁用华为,但运营商使用华为５G的申请都会被退回,而使用诺

基亚、爱立信的申请则会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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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相对实力较弱的泰国.近年来,在美国推行 “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
“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美国与亚洲盟友的联盟凝聚力整体上得到了强化,

其中美日联盟具有核心地位,２０１５年修改后的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更体现

了美日合作无缝对接的趋势.虽然美国允许日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更

多作用,但日本却牺牲了一定的政策自主性,加深了自身对美国的附属结构

关系.① 与日本相比,泰国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更为温和,但仍表示支持美

国的亚太战略,积极强化美泰联盟关系.② 因此,在华为５G 一事上,相对

实力较强、与美国联盟凝聚力强化的日本应处于高强度联盟压力之下;而相

对实力较弱、与美国联盟凝聚力强化的泰国则处于中等强度联盟压力之下,

因而保有了一定的决策自主性.

最后,相较于亚太地区,在特朗普 “重双边、弱多边”的外交倾向影响

下,北约多边联盟仍然重要,但联盟凝聚力却稍显松动.特朗普上台后相继

退出了 «巴黎协定»«中导条约»、伊核协议等国际条约,又对欧盟加征高额

关税,挑起美欧贸易战,致使美国与欧洲盟友在经贸、气候、核问题等方面

的裂痕不断加深.对于身处经济与安全双重压力下的欧洲国家来说,美国上

述举措显然未能分担其压力反而是在火上浇油,这些分歧加大了美国与欧洲

盟友之间的离心力,使得欧洲各国开始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审视与美国的联盟

关系,不再对美国的政策亦步亦趋.从目前看来,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同美国

在反恐、人权等利益交叉地带保持合作,而在华为问题上则要求更多的战略

自主性.③ 尽管如此,法国、德国作为实力较强的区域大国,感受的联盟压

力仍然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强.此外,意大利综合实力虽然不及法国和德国,

但地理位置和军事意义却十分重要,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军事基地的大部分通

信仍需要通过商用网络进行,因此美国对意大利禁用华为５G的要求也十分

迫切.综合考虑欧洲各国的相对实力及其与美国联盟凝聚力的变化趋势后可

以看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应处于中等强度联盟压力之中,西班牙、波兰

等国则可归为低强度压力范围内 (见表２).

—３２—

①

②

③

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９页.
周方银:«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第５~

１３页.
任琳、郑海琦:«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欧洲与世界»,载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３

期,第９４~９６页.



　□ 当代亚太　

表２　美国主要盟国面临的联盟压力

“五眼联盟”盟国 亚洲盟国 欧洲盟国

英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新西兰

日本 泰国
法国、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波兰

相对实力 强 强 弱 强 弱

联盟凝聚力变化趋势 强化 强化 强化 弱化 弱化

联盟压力 高 高 中 中 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华为在美国主要盟国的嵌入水平———基于华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年报

的分析

自２００９年起,华为开始研发５G技术,到２０１３年共投资５G技术研究超

６亿美元.①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华为首次提出４５G 概念,并着手在全球部署

４５G网络,开展５G建设的准备工作.２０１５年６月,国际电信联盟 (ITU)
确定了５G的名称、愿景和时间表等内容,３GPP随之开始展开５G标准化工

作.２０１７年至今是华为正式投资５G产品开发,并与各国通信商签订商用合

同的阶段,也是在此时,美国开始联合盟友封锁华为５G.
下文将以华为最近六年 (即２０１３年５G技术研发初步完成到２０１８年技

术成熟和产品推广阶段)企业年度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依据,从华为

的销售收入分布、与东道国合作情况、海外机构设立情况以及企业社会责任

活动等方面衡量华为在各国的嵌入水平.从整体上看,华为的海外业务主要

包括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三个领域.其中,运营商业务带来

的销售收入最多,② 近六年来分别占据 ７０％、６７％、５９％、５６％、４９％、

４０％的市场份额,属于华为的核心业务.③ 从销售收入的区位分布来看,华

为将海外业务划分为欧洲中东非洲、亚太、美洲以及其他四个片区.在华为

销售收入整体逐年上涨的情况下,欧洲中东非洲片区的销售收入始终占据

—４２—

①

②

③

“５GisON”,华为官方网站,https://carrierhuaweicom/cn/spotlight/５g.

２０１８年,消费者业务在华为全年销售收入中的比重为４５１％,首次超过占４０８％的运营商

业务,但将近六年的销售收入作为总体来看,运营商业务的收入是最多的.参见 «华为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
数据来自于华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企业年度报告,华为官方网站,https://wwwhuaweicom/

cn/pressＧevents/annualＧreport.



中美竞争背景下华为５G国际拓展的政治风险分析　

５０％以上的份额,远高于亚太地区 (见图１).①

图１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８年华为在欧洲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的销售收入

图１直观展现了华为在欧洲中东非洲和亚太两个片区的销售收入情况,
但仍需对华为在美国主要盟国的具体经营活动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见表

３和表４).

表３　华为近六年在美国主要盟国的业务情况一览表

高强度联盟压力

欧洲国家 亚太国家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 日本

与东道国合作次数 ２０~２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海外机构设立情况

①研发中心

②全球财务风险控制中心

③安全认证中心

④５G创新中心

研发中心 研发中心

未来种子

项目

开始年份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参与人数 ≥１３０ ≈３７ 不详 ≈１７ ≈５０

是否参与

４G建设
√ √ √ √ √

—５２—

① 数据来自于华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企业年度报告,华为官方网站,https://wwwhuaweicom/

cn/pressＧevents/annualＧ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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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华为近六年在美国主要盟国的业务情况一览表

中等强度联盟压力 低强度联盟压力

亚太国家 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

泰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波兰

与东道

国合作次数
１５~２０ １０~１５ ３０~３５ １０~１５３０~３５ ０~５

海外机构

设立情况

①东南亚总部

②云数据中心

研发

中心

①研发中心

②欧洲总部

③信息安全实验室

研发

中心

研发

中心

①研发中心

②中东欧－北欧总部

未来种子

项目

开始年份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参与人数 ≥１２０ ≥９０ ≥４０ ≥３５ ≈６０ ≈４５

是否参与４G建设 √ √ √ √ √ √

资料来源:表３和表４中涉及的业务数据均来源于华为官方网站发布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企业年度

报告及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包括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的部分数据

注:由于企业年报和可持续发展报告通常仅列出该年度的重要项目或代表性事件,故表中的统

计结果可能存在疏漏

表３和表４简要统计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年间华为在美国主要盟国的业务情

况.从表中的数据来看,华为对所有国家的４G建设都有所参与,差异主要集

中在与东道国合作次数、海外机构设置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三方面.结合图

２与表３和表４,可对华为在各国的嵌入水平进行如下总结:(１)华为在欧洲

的嵌入水平整体明显高于亚太国家;(２)在亚太国家中,华为嵌入水平最高的

国家是泰国,其他国家均为低水平;(３)在欧洲国家中,华为嵌入水平最高的

国家是英国、德国和西班牙,最低的是波兰,法国和意大利处于中等嵌入水平.
(三)联盟压力与跨国公司嵌入水平影响下的政治风险

在联盟压力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的共同作用下,各国对华为５G表现

出不同的态度.首先,在高强度联盟压力下,除英国外,其他四国均为亚太国

家.无论从华为整体的业务分布,还是与各国的实际合作情况来看,华为在澳

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日本四国的嵌入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较高的联盟

压力经过较低的跨国公司嵌入水平传导时反而得到了强化,这进一步促使四国

追随美国禁用或倾向禁用华为.与四国不同,即使与欧洲国家相比,华为在英

国的嵌入水平也属于较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联盟压力.因此,２０１９
年４月,时任英国首相的特蕾莎梅 (TheresaMay)曾批准华为在英国５G建

设中扮演 “有限角色”.虽然之后因政局变化,英国政府推迟了有关华为５G的

决定,但多家运营商已在事实上在非核心网中开始使用华为设备推出的５G服务.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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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中等强度联盟压力下,国家拥有了较大的决策空间,可能出现部分

禁用或不禁用华为５G的情况.具体而言,在表３和表４的所有亚太国家中,华

为在泰国的嵌入水平最高,再加上泰国一直以来都不愿牺牲中泰关系来保全美泰

联盟,因此更希望与华为继续保持５G合作.在欧洲国家中,对于法国和意大利

来说,中等强度的联盟压力经过中等水平的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传导后,并未

发生明显变化,两国既不需迫于压力追随美国,也无法完全搁置对华为的安全顾

虑.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给予了运营商一定的自主选择权,无意完全禁用华

为,而是通过加强安全监管审查或管控核心网的方式,降低安全风险.此外,德

国虽处于中等强度联盟压力下,但却遭到了美国的多番施压.此前北约欧洲盟军

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又对德国发出了严厉警告,称若德国使用华为５G,将

会中断与德军的通讯.① 因此,尽管华为在德国的嵌入水平很高,但德国却不

得不推迟决定,仅表示不会排除包括华为在内的任何供应商.
最后,在低强度联盟压力下,外部环境的约束力降低,各国更倾向于按

照５G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来选择供应商,导致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对国家

决策的影响也更加突出.对西班牙来说,通过与华为的多次合作,政府已对

华为有较高的安全信任度,相信使用华为５G也能够节省更多的时间与价格

成本.相比之下,华为在波兰的经营活动对当地政府安全认知与成本测算的

影响则不明显,这也许是因为身处俄罗斯安全压力下的波兰更倾向于追随美

国,以换取美国的军事庇护.因此,尽管联盟压力相似,但华为在西班牙和

波兰两国嵌入水平的明显差距,致使联盟指令向着不同方向发生了偏离,出

现了西班牙支持而波兰倾向禁用华为５G的现象 (见表５).
在上文综合分析美国盟友的联盟压力、跨国公司嵌入水平以及政治风险

后,本文总结如下:第一,联盟压力约束了国家决策的范围.在联盟压力高

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嵌入水平的作用有限,国家完全接受华为几乎是不可能

的.只有当联盟压力处于中低水平时,国家才可能拒绝联盟主导国转而支持

华为.随着联盟压力对国家的束缚力降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变更联盟

指令的能力逐渐增强,在联盟压力最低,特别是当跨国公司利益与东道国国

家利益趋同时,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甚至可以直接决定国家的政策走向.②

—７２—

①

②

AgenceFrancePresse,“IfBerlinPicksChineseFirmfor５G,NATOwillnotCommunicate:

USGeneral”,TheBusinessTimes,March１４,２０１９,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governmentＧ
economy/ifＧberlinＧpicksＧhuaweiＧforＧ５gＧnatoＧwillＧnotＧcommunicateＧusＧgeneral

PeterBEvans,“DecliningHegemonyandAssertiveIndustrialization:USＧBrazilConflictsinthe
ComputerIndustr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４２,No２,１９８９,pp２１０Ｇ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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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联盟压力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影响下的政治风险

联盟压力

高 中 低

跨国公司

本地嵌入水平

高

中

低

政治风险 ３ １~２ １

国家态度 英国:部分禁用
泰国:不禁用

德国:倾向不禁用
西班牙:不禁用

政治风险 ３

国家态度
法国:部分禁用

意大利:部分禁用

政治风险 ４~５ ４

国家态度

加拿大:倾向禁用

澳大利亚、新西兰、
日本:禁用

波兰:倾向禁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表中数字代表政治风险的严重程度,其中 “１”表示最低,“５”表示最高

第二,在国家决策过程中,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除了直接影响国家成

本—收益之外,对国家安全认知的塑造更为重要.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例,
因华为嵌入水平不同,两国对华为５G安全风险的认知是截然不同的.早在

２０１０年,华为就与英国建立起了网络安全合作与沟通机制,５G事件发生后,
华为更是积极提交源代码供英国安全部门审查.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CSC)的调查称,从未发现任何中国政府利用华为进行恶意网络活动或华

为技术设备存在 “后门”的证据,并表示如果政府决定让华为参与５G建设,

NCSC有信心可以管控华为可能带来的任何风险.①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在

２０１２年便曾以 “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与国家宽带网络的竞标,不

断阻挠华为的嵌入活动.澳大利亚政府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向运营商发布的５G安

全指南中提出,没有发现任何能够降低华为５G安全风险的技术措施,因此

直接拒绝对华为进行安全评估,将华为排除在５G建设之外.
第三,应当承认的是,国家在决定是否禁用华为５G时,还存在着许多

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如与中国的关系、地区安全威胁、本国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国内运营商态度、党派分歧等等.特别是当联盟压力和跨国公司本地

嵌入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时,这些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大,但这往往反映的是

—８２—

① 戴维邦德:«英国网络安全主管称华为风险可控», «金融时报»中文网,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１
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００１０８１５５３? full＝y&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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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国家的利益偏好或政治形态,缺少普遍解释力.

四、结　语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加快推进数字化进程,技术迅速从生活向生产领域

扩散,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此背景下,美国 “工业互联网”和 “先
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日本 “机器人新战略”、德国 “工业４０”、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等战略和倡议纷纷出台,世界大国无一不将发展尖端技术视为塑造后危机时代国际

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低端向高端领域转型

升级的关键阶段,并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既有全球经济、技术和生产分工体系领导者

美国的优势与垄断地位.与此同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

要主体和海外利益的承载者,开始与美国大型企业展开越来越多的正面竞争,华为

目前已经成为５G的领导者,而美国却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在５G领域与其匹敌.① 面

对这种情况,零和思维占据主导的美国政府将中美５G竞争定性为 “新军备竞

赛”,并不惜动用国家力量、联合盟友围剿华为.然而,由于国际体系中的安全

压力相对缓解,美国盟友与美国在非军事安全问题上保持政策一致的动力明显不

足,因此美国各盟国对华为５G表现出了复杂多样的态度.
长久以来,许多学者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嵌入活动视为沉没成本,认为

随着嵌入水平提高,企业议价能力将会降低,进而导致更高的政治风险.然而

从现实来看,在高新技术企业跨国投资日益活跃的今天,应对这一论断加以修

正.正如近来华为事件展示的那样,一些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高的国家反而

更倾向于接纳华为５G,并未出现政治风险升级的情况.目前来看,虽然美国

未能收获联盟集体封锁华为的预期效果,但中美５G竞争却远未停止,美国已

经开始通过限制本国企业向华为供应关键元件等手段来抑制华为在全球的崛

起.在未来中国经济和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类似华为５G的遭遇恐会再度

上演,并且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日渐缩小,美方施压的力度只会越来越大.
因此,中国政府及企业务必要认清这一情势,高度警惕来自美国的干预与打

压,同时还应坚持自主创新的原则,把握研发核心环节的主动权,并加强政治

风险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危机的能力,从而切实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安全.

—９２—

① PaulTriolo,“ChinaisnotATechnologySuperpowerStopTreatingitLikeOne”,Supchina,October１,

２０１９,https://supchinacom/２０１９/１０/０１/chinaＧisＧnotＧaＧtechnologyＧsuperpowerＧstopＧtreatingＧitＧlikeＧone/


